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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之发展

廖永安*

内容提要 调解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内生型法律制度和法学领

域。与其他部门法学相比，建构与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国法学自主

知识体系而言更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正当性。然而，现有调解知识体系长期被

诉讼中心理论遮蔽、被工具主义政策主导、被传统调解理念束缚、被西方 ADR

话语冲击，构建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法学当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从理论抽象性与实践指引性的关系上看，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容框架主

要由调解目的论、调解价值论、调解模式论、调解根据论、调解程序论构成。基

于此逻辑前提，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中国调解的标识性概念和原

创性理论为抓手，梳理利益共同体、综合性正义、预防性治理等植根于中国调解

历史与实践的核心概念，提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调解客体认识理论、坚

持“大调解”联动的调解组织构造理论、坚持调解优先的调解机制运行理论等

重要命题，促使中国调解真正肩负起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 纠纷解决 调解 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原创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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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 这一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时代号召是对“西方中心主义”

的深刻反思。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各种思想理论交锋的新形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亟需一场学术大转型，迈向以

“自主性”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建构，从而科学回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之问、世界之

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法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亟须用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法学知识体系，解决中国式法治

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此，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前法学研究的

中心主题和共同关注。法理学者主要从一般方法论层面讨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

建构，③ 部门法学者更多从学科属性视角讨论自主的部门法学知识体系 ④。然而，中国调

解自主知识体系因为调解的学科属性不明，在很大程度上乏人问津。

“中国法律制度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调解在解决纠纷中不寻常的重要地位。”⑤

调解作为原创性的法律制度和法学领域，可谓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佳样本，

对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意义非凡。与我国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学知识体

系历经了较长时间的“苏俄化”“移植德日”的追仿过程不同，调解一开始就是土生土

长的内生型制度，这构成了我国法治自信的坚定基石。从历史维度的知识来源而言，中

国调解在华夏文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塑造着中华法系独特的精神标识，奠定

了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具有其他部门法学所不具备的主体性和原创性，

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更加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即“不依赖外来理论、观念与言说

方式的指引就能思考自己的问题、阐述自己的实践、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⑥。从现实维

度的知识实践而言，调解是协调人际冲突、解决社会矛盾的学问，关照的是人民群众对公

平正义的地方性知识诉求，最能彰显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性品格。从世界维度

① 参见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 年 5 月 17 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78 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参见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载《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喻中：《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

构》，载《现代法学》2023 年第 4 期。

④ 参见许中缘：《中国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共相”与“殊相”》，载《法学评论》2025 年第 3 期；刘剑文：《论中

国财税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载《中国法学》2025 年第 1 期；姚建龙：《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阐释与

建构路径》，载《中国法学》2025 年第 2 期。

⑤	 ［美］柯恩：《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王笑红译，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

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8 页。

⑥ 前注 ③，张文显文，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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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治版图而言，中国在调解员规模、调解案件数量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是名副其实的

“调解大国”，这使得调解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重要法

治元素。

鉴于调解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及我国法学界对调解知识体系供给不足

的现状反差，本文首先探讨中国调解在法学研究格局中的整体现状，反思为什么要发展

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接着讨论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论证中国调解自

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构成和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中国调

解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为主干和抓手，探讨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路径，

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二、中国调解知识体系之发展现状检视

调解实践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据法律史学研究考证，调解制度的萌芽最早可

追溯至尧舜时期。⑦ 调解一直是传统中国社会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西法东渐后，仿照

西式法庭的现代诉讼制度成为纠纷解决的新理念和新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新的

法律制度中安放沿袭已久的传统调解制度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民国政府于

1930 年制定的《民事调解法》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以“调解”命名的法律，成为传统

调解制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废除“六法

全书”，调解制度历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重新改造，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发展延

续至今。尽管调解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坚韧的实践生命力，但却苦苦挣扎于现代权利、

诉讼话语的纠葛中，未能形成系统性理论。我国调解知识体系尚不成熟，严重滞后于调

解实践，与“调解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与法治建设的实践需求不相适应。

（一）被诉讼中心理论遮蔽的调解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与诉讼存在竞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随

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而起起伏伏，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

解”“调判结合”“优先调解”与“规范调解”的实践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调解理

论与实践是割裂的，调解在实践中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受到法院的青睐，但在理论界

却备受现代法治理论的批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

会转型，传统调解的效能逐步降低，调解被指责为“权利打折”，“为权利而斗争”的诉

讼中心理论逐步形成。于是，学术界开始怀疑，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调解制度是否已经

不合时宜。例如，有学者认为调解与现代法治建设的目标相矛盾，“东方发达的调解制

度是人治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先进文化，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制度原因……

既然我国已经选择了法治之路，我们就只有选择以判决为主导的纠纷解决制度”⑧。将调

⑦ 参见曾宪义：《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9 年第 4 期，第 35 页。

⑧ 周永坤：《论强制性调解对法治和公平的冲击》，载《法律科学》2007 年第 3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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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视为法治威胁的观点深受“法律东方主义”影响，⑨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

西方法学界对待我国调解的立场⑩。在我国法律界，仍有部分观点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的正当性持怀疑态度，人们对于协商调解的理念、技能更是知之甚浅，而诉讼至上、法律

万能等观念却影响较深。⑪ 这种诉讼中心理论催生出“强诉讼、弱调解”的中国法学研

究和教育格局，导致调解制度研究被边缘化且高度依附于诉讼法学学科，我国法学教育

仍大多围绕以诉讼和法庭为中心的法释义学展开。在法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体系

中，调解仅作为民事诉讼法体系下的一个章节附带介绍。国内多数法学院教师自身缺乏

调解经验，更遑论对学生调解能力的培养。调解教育的普遍缺失加剧了强调诉讼而漠视

调解的法治实践倾向，不利于调解人才队伍的培养，对纠纷解决法治实践产生负面影响。

（二）被工具主义政策主导的调解

我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匮乏不仅源自现代主流法治理论的遮蔽，更在于调解的

实践运行充满了政策色彩。尽管《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都确立了自愿合法调解

原则，但如何确保真正的自愿还欠缺深入研究，尤其是当国家对调解的重视更多是从社

会治理效能出发，突出调解在疏减诉源、维护社会和谐、案结事了等方面的综合治理效果

时，调解的自愿性就会面临挑战。地方党政机关通常将调解视为避免越级上访、维护社

会稳定的治理工具，司法机关将调解视为缓解案多人少、回避裁判风险的方式。在这种

绩效主义结果导向下，很难真正发展出从利用者视角将当事人需求和意思自治置于核心

的调解制度，这不仅导致诉讼与调解的关系扭曲，而且也阻碍了调解制度的高质量发展。

由此形成的悖论是：虽然国家不断宣扬调解相对于诉讼在成本节约、关系维护、意思自治

等方面的优势，但当事人难以获得高质量的调解服务，“调解优先”的政策倡导可能只

能成为制度运营者的一厢情愿。这种充满工具主义色彩的调解实践也导致我国调解难

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有学者将这种忽冷忽热的状态称之为调解研究的“行商状

态”：当调解政策热门时，来自法理学、社科法学、诉讼法学和其他社科领域的学者纷纷进

入这个领域；而当调解政策冷却时，大家就像潮汐退水一样纷纷离开。⑫

（三）被传统调解理念束缚的调解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对传统乡土中国的纠纷解决进行田野观察时发现，“所谓

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调解是个新名词，旧名词是评理。差不多每次都由一位

很会说话的乡绅开口。他的公式总是把那被调解的双方都骂一顿”⑬。长期以来，我国调

解被诟病为“和稀泥”，是因为其采取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这

种说服教育的方式被称为“教谕式调停”。这种长老型调解方式在传统熟人社会奏效，

⑨ 参见［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5 页。

⑩ See Klaus J. Hopt & Felix Steffek eds., Mediation: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59-994.

⑪ 参见范愉：《当代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启示》，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64 页。

⑫ 参见熊浩：《非诉讼纠纷解决论纲：源流、技艺、规制》，法律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20 页。

⑬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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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传统权威解体，劝说当事人放弃自身部分合法权益的做法就很难再赢得社会大众

青睐。在现代法治体系下，纠纷解决更强调个体权利本位，调解知识必须致力于权利保

护与利益冲突的协调，回应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及社会分工对纠纷解决专业性的需

求。因此，现代调解实际上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结构化并具有专门职业伦理的纠纷解决

科学。⑭ 新时代的调解若仍然停留在“老娘舅”层次，将“说破嘴，跑断腿”作为调解成

功的不二法门，以这种调解方式应对现代社会矛盾纠纷，必然会遭遇时代淘汰，难以担纲

现代纠纷解决第一道防线的主力军作用。⑮ 同时，这样的调解方式也难以与国际通行的

调解理念展开有效对话，尤其是在我国加入《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

约》后，传统人民调解方式将难以适应国际商事调解的需求。⑯ 面对这些挑战，只有遵循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立足中国经验，形成“知行合一”的调解知识体系，推动传统调解从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转化为“显在知识”，从“存乎一心”的感性知识

上升为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理性知识，完成“认识论”的第一次飞跃后，再从调解的理性

知识回到调解实践进行再检验、再认识，完成“认识论”的第二次飞跃，才能促使我国从

调解古国、调解大国迈向调解强国。

（四）被西方 ADR 话语冲击的调解

现代西方调解运动源于美国，标志性事件是 1976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沃伦·伯格组织召开的“庞德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被誉为“现代纠纷解决之父”的

哈佛大学桑德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多门法院”概念，⑰ 此后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

制（ADR）的主要方式在美国逐渐兴起，并对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西方 ADR 初兴之际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人民法院的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当时更为紧迫的任务，故而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西方 ADR 运动

才影响到我国学术界。由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转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案结事

不了”的困境，调解在 2003 年以后重新复苏。以此为契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开始以

ADR 作为理论资源，论证司法改革过程中重视调解的正当性。ADR 被认为是“现代法

治国家的发展和争议解决理论体系演进的客观结果”⑱。由此，西方调解制度似乎以更加

“先进”的姿态成为我国应当模仿的对象，中国调解像其他部门法律一样陷入“借用他

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⑲ 的困境。然而，我国调解制度与西方 ADR 体系中的调

解制度存在根本性差异，后者不是由社会和谐理念而来，而是基于正式诉讼制度成本越

来越高，对现代性法治话语危机的反思性产物。“把美国的ADR和中国的调解等同起来，

引起了更严重的误解。结果是既看不到美国调解的实际，也看不到中国调解的特点”⑳，

⑭ 参见姜世明：《调解法》，元照出版公司 2022 年版，第 3 页。

⑮ 参见黄鸣鹤：《调解员培训简明教程》（第 6 版），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91 页。

⑯ 参见许志华：《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 年第 2 期，第 206 页。

⑰ 参见［美］戈尔德堡等：《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它机制》，蔡彦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 页。

⑱ 刘晓虹：《论我国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现代化》，载《东方法学》2023 年第 2 期，第 163 页。

⑲ 郑永年：《中国知识体系的缺失与建设问题》，载《学术界》2012 年第 1 期，第 236 页。

⑳ ［美］黄宗智：《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载《法学家》2016 年第 1 期，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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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 ADR 理论中去寻找中国调解的理论根据无疑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实际上，在

“庞德会议”召开五年后，沃伦·伯格大法官应邀访华，其间他观摩了中国人民调解委员

会的工作之后大加赞赏，试图将此经验介绍到美国以解决西方正在经历的“诉讼爆炸”，

此后调解在美国民事诉讼中从学术倡议迈向实践推广。㉑ 在沃伦·伯格大法官访华前一

年，桑德教授也率领哈佛大学法学院代表团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就民事调解与我国法律

界进行交流。㉒ 这些事实无疑体现了东方调解文明对西方法治的影响力。当下，中国学

者再将西方 ADR 作为舶来品引介至国内时，中国调解实际上经历了“出口转内销”的

旅程。因此，我们不应妄自菲薄，只看到西方调解理论的强大影响力，就否定自己的发展

道路，认为中国调解远远落后于西方。

综上所述，鉴于中国调解知识体系的发展现状和困境，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部署，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加

强调解知识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才能指导和推动调解工作高质量

发展，从底层逻辑上回答好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时代之问、人

民之问。

三、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

知识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结构对知识进行整合、组织，从而形成的相互关联、

层次分明的系统性知识框架。知识体系的内核是由逻辑自洽、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所构

成。㉓ 从理论抽象性与实践指引性的关系出发，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具有统摄意义、处于调解知识体系“金字塔尖”的理论，即调解目的论和价

值论，回答为何以及如何在总体上构建调解制度；第二层次是介于宏观与微观理论之间

的“中层理论”，旨在通过对调解实践经验的分析，提炼可验证的理论命题，避免调解的

宏观理论抽象化与微观研究碎片化，调解模式论就属于此类；第三层次是介于理论与实

践之间的操作性理论，关于依据何种资源来从实体上型塑调解内容的调解根据论属于此

类，调解理论在这一层次上与法释义学形成了鲜明对比；第四层次属于应用层理论，关于

调解程序如何具体运行的调解程序论属于此类。据此，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框架结

构或者理论构成主要可分为目的论、价值论、模式论、根据论、程序论五大板块。

（一）调解目的论

正如民事诉讼目的论被视为民事诉讼法学的起点，调解目的论也是调解知识体系的

出发点。调解目的论指向的问题是，调解制度为何而设置、运作，是国家本位主义还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当事人本位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的纠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当事人自主解

㉑ 参见杜春：《国外法律界人士对我国人民调解工作的评价》，载《中国法学》1987 年第 3 期，第 62-64 页；Michael 
Bartlet, Mandatory Medi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Amicus Curiae, Vol.1:50, p.51 (2019).

㉒ 参见［美］桑德：《美国正在试行民事调解》，张克文记录，李双元译，载《法学研究资料》1980 年第 4 期，第 15-18 页。

㉓ 参见张文显：《略论构建中国检察学自主知识体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5 年第 4 期，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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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或者在第三方的介入下协商解决。当协商解决失灵时才催生了第三方强制性介入的

诉讼制度。国家设立法院后，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长期共存并相互影响。在民事诉讼法

学研究中，诉讼目的理论先后出现了权利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

障说等多种学说，但这些都是在依“法”裁判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果将民事诉讼目的定

位为权利保护说，调解在民事诉讼程序内就缺乏生存空间。如果将民事诉讼目的定位为

纠纷解决说，则理想的民事诉讼就应当设置对话协商程序或调解制度。㉔ 在西方民事诉

讼制度中，权利保护说是最早出现的主导性理论，因此民事诉讼程序内部并未设置调解

程序。在西方 ADR 语境下，调解是作为民事诉讼的替代品或司法附属物而存在，是法律

阴影下的谈判，其目的是保障社会大众更好地“接近正义”。

然而，中国调解自始就不是司法的替代物，而是处理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1930 年，

民国政府制定《民事调解法》的立法理由是：“我国夙重礼让，以涉讼公庭为耻，牙角

细故，辄就乡里耆老，评其曲直，片言解纷，流为美谈。今者遗风渐息，稍稍好讼，胜负所

系，息争为难，斯宜远师古意，近采欧美良规，略予变通，以推事主持其事，正名为调解，并

确定其效力，著之法令，推行全国”㉕。1954 年，政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 
第 1 条规定，为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解决民间纠纷，加强人民中的爱国守法教育，增

进人民内部团结，以利人民生产和国家建设，特制定本通则。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形势下

我国调解制度所承载的独特使命。2010 年，《人民调解法》第 1 条将“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作为立法目的之一。这种立法目的深刻塑造了我国调解制度异于西方的运行原理。

从现代纠纷解决学的原理来看，调解目的不能照搬民事诉讼目的的学说，将其解释

为权利保护、秩序维持或程序保障。虽然调解目的与诉讼目的在纠纷解决层面存在竞合，

但除此之外，中国调解更具有预防矛盾纠纷升级，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目的。实践中广

为流传的“案结事了、政通人和”正是这一目的的具象化表达。阐释好调解目的，是构

建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起点。

（二）调解价值论

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受到调解目的论的支配。目的论回答的是调解制度为何而存

在，价值论回答的是调解制度的理想为何。调解的价值追求体现的是人们对调解制度的

理想和期望，深入探究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有助于将调解从民事诉讼制度中解放出来，

推进调解知识的体系化和系统化。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公正与效率是基本价值要求。诉

讼语境下的公正强调司法裁判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正确性，而且司法裁判的公正

性要求与效率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紧张关系。在西方，“正义”与“自律”成为

包括调解在内的各类 ADR 追求的价值理念。所谓“正义”是依照法律解决纠纷，调解

作为“审判的替代性产品”被主流理论评价为“二流正义”；所谓“自律”是以当事人

找到自己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为基础，不仅强调在纠纷解决结果层面的自主，而且强调

㉔ 参见张卫平：《论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3 页。

㉕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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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中也必须由当事人掌握主导权，关注当事人介意什么、要求什么，

而不是由第三人从局外以家长主义的方式去推动程序。㉖ 正是这种价值定位差异决定了

中西方调解的差异。

中国调解则不是从完全个人主义或契约主义的理念出发，对调解所追求的“法”“正

义”也不同于诉讼程序。中国调解从一开始就从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出发，肩负着化干

戈为玉帛的和平使命，达成合意不完全是当事人自己的责任，更是调解员竭力追求和促

成的结果。立足中国在不同转型发展时期的经济社会形势以及人民群众对纠纷解决方

式的需求，根据不同纠纷的性质、特点，建构、提炼并发挥调解的独特价值，是发展中国调

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必备内容。

（三）调解模式论

“模式”一般指向某一制度的结构性特征。诉讼模式论被称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

究的一场范式革命，是真正让民事诉讼法学从注释法学迈入理论法学殿堂中的标识性概

念。㉗ 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结构性特征的理想类型，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讼模式的基本共

识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民

事诉讼属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㉘ 模式论在调解制度中同样具有相当解释力。在西方调

解理论与实践中，根据调解员介入调解过程的主动程度与方式的不同，调解可分为促进

型调解（facilitative mediation）和评估型调解（evaluative mediation）两种基本模式：在

促进型调解中，调解员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协助当事人找到纠纷解决方案，不表达个人的

价值倾向，不介入评断当事人的是非曲直，不提供纠纷解决建议；在评估型调解中，调解

员倾向于以提供建议或意见的方式介入调解，主动建议纠纷解决方案或者最好的替代方

案。㉙ 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强调当事人自我负责和个人权利至上，促进型调解成为

西方主流的调解模式。

然而，在我国社会本位、集体主义的主流文化价值语境中，纠纷解决具有“权威信

赖”与“社会依赖”的特点。社会公众更加珍视家庭、社区、集体、公共秩序、社群文化价

值，更倾向于尽力避免冲突对抗并且积极协商化解矛盾，我国调解的主流方法是带有“说

服—心服”色彩的评估型调解，这在《人民调解法》第 2 条和《民事诉讼法》第 96 条

中得到立法确认。无论民间、官方、半官方调解，调解员都倾向于采取主动、积极的方式

介入当事人纠纷，社会大众也习惯于评估型调解的方式，这是我国调解制度解纷实效的

优势所在，当然，也不能忽视过度权威化导致集体主义至上对个人合法利益的强制挤压。

因此，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在发扬评估型调解优势的同时汲取促进型调解在尊重当

事人意思自主性和程序主体性方面的长处，推进二者的交流融合。促进型调解与评估型

㉖ 参见［日］小岛武司等编：《诉讼外纠纷解决法》，丁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16 页。

㉗ 参见刘哲玮：《论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运用》，载《当代法学》2016 年第 3 期，第 17 页。

㉘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第 6 版），法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29 页。

㉙ See Leonard L. Riskin, Understanding Mediators' Orientations,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A Grid for the Perplexed, 
Harvard Negotiation  Law Review, Vol.1:7, p.7-51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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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只是西方学界作出的理论划分，在实践层面，促进与评估构成了相互交融的“光谱”，

而中国调解模式的特色在于，它不执拗于某一端，而是因人而异、因案制宜，通过调解员

与当事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在评估中促进，在促进中评估，由此形成的是一种以实质性解

纷为导向的综合模式。

（四）调解根据论

诉讼、仲裁、调解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对国家法的适用程度依次递减。诉讼坚持对法

律的严格适用，把“权利—义务”作为逻辑起点，把纠纷“转译”为权利冲突，再通过法

庭诉讼转化为程序对抗；仲裁次之，强调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调解则是在当事人合意

的前提下妥善解决纠纷，所谓“妥善”并非国家法的实现，而是“依理、依实际情况来解

决”㉚。在当今西方世界有深远影响的调解方式“哈佛谈判术”，即罗杰·费希尔等学者提

出的“基于利益导向的原则性谈判”，㉛ 这种调解方式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

并预设纠纷的产生是个人利益冲突。正是基于对人类行为所作的个人主义分析，假定在

客观、中立、公正的调解员协助下，当事人可以通过理性谈判，挖掘情绪背后的利益需求，

消除分歧以达至双赢。这种西方主流的纠纷解决理论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前提，将个体

行动和个体利益视为冲突解决的基本单位。而这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与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相契合，强调理论框架的普遍适用性，试图用于解决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纠纷，从而忽略

了“地方性知识”的生成。㉜ 而“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

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

象联系在一起”㉝。调解不是依循一套普适性规范去解决纠纷，而是一套在具体语境下的

“地方性知识”。

在我国，符合中国世道人心的“情理”构成了调解所依循的“地方性知识”。“法

不外乎人情”是老百姓的朴素共识。听断以法，调处以情。当纠纷解决中的法律与人情

发生冲突时，社会大众强调照顾人情，满足人之常识、常理、常情的要求，通情达理、合情

合理是中国人判断是非曲直、公平正义的朴素准则。中国人在发生争议时“讨个说法”，

第一直觉往往不是西方那样的“为权利而斗争”，㉞ 而是请第三方“讲理”“评理”。这个

“理”不局限于实定法的法理，而是情（人情）、理（天理）、法（国法）的统一。㉟ 日本学

者滋贺秀三对中国传统纠纷解决实践考察后作出一个著名的“冰山”比喻，即把作为“常

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情理”比喻成水，而把“法”比喻为漂浮在“情理”大海上

㉚ ［日］草野芳郎：《调解技术论》，韩宁、姜雪莲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 页。

㉛ 参见［美］罗杰·费希尔、威廉·尤里、布鲁斯·巴顿：《谈判力》（第 2 版），王燕、罗昕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0 页。

㉜ See Morgan Brigg & Roland Bleiker eds., Mediating Across Difference: Oceanic and Asian Approaches to Conflict 
Resolu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p.40.

㉝ ［美］ 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增订

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26 页。

㉞ See Liao Yong’an & Wang Cong, Mediation and Law in China I: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outledge, 2023, p.1-3.
㉟ 参见何永军：《中国古代司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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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隐时现的一座冰山。㊱ 这种法与情理交融的“冰山模式”与哈佛谈判术中立场与利益

分离的“冰山模式”形成鲜明对照。以我国所特有的“信访调解”为例，信访调解针对

的是信访人具有合理性但欠缺合法性的诉求，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

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矛盾纠纷。㊲ 这体现了中国调解知识的独特之处，其本身所

蕴含的原创性理论就是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优理论资源。

（五）调解程序论

从制度类型而言，我国调解制度主要由人民调解、商事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法

院调解等多元组织形态构成。在西方语境下，无论是社区调解、商事调解抑或法院附属

调解，通常遵循相近的程序，都由民间力量主导且与诉讼程序隔离。而我国司法调解、行

政调解、仲裁调解在程序设置上都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

首先，我国司法调解的“调审合一”结构不同于西方法院的“调审分离”程序。我

国司法调解实际上诞生于陕甘宁边区革命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其最大特点是“调

审合一”“调判结合”，无论是基层法院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无论是诉前、一审、二审、再审

乃至执行程序中，法官都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基于对案情的查明和双方当事人诉求

的充分了解，促进双方达成和解，调解书和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能调则调，当判

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成为中国法院民事审判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这种“调审

合一”的程序构造在西方法治理论看来违背了程序正义原则，而在我国却备受青睐。

其次，与司法调解相类似的是，我国仲裁程序也采取仲裁与调解相结合。依据《仲

裁法》第 64 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仲裁庭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

求或者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进行调解。仲裁与调解相结

合是中国特色仲裁制度的独特创造，㊳ 而且这种做法在实践中仍在不断创新发展，并呈

现出“先调解后仲裁”“先仲裁后调解”以及“仲裁—调解—仲裁”等多元方式，既可

以先行调解，也可以根据调解结果出具仲裁裁决书。调解程序的具体形式既可以“背靠

背”，也可以“面对面”。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实践成效促使西方仲裁员逐渐转变“仲调

分离”的固化观念，对于仲裁和调解相结合由反对转向支持。㊴

再次，我国行政调解程序也不同于西方。西方语境下的行政调解专指由中立第三方

协助各方当事人化解行政纠纷的结构化程序，行政调解主体既可来自行政机关，也可来

自民间。而我国行政调解对象不仅是行政争议，更包括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

过程中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在化解民事纠纷时将调解与行政裁决相结合，在化解行政

争议时将调解与行政执法、行政复议相结合。调解不仅对各类行政复议案件全覆盖适用，

㊱ 参见［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译，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 页。

㊲ 参见廖永安：《论信访调解》，载《财经法学》2025 年第 6 期，第 185-188 页。

㊳ 参见赵旭东：《纠纷与纠纷解决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141 页。

㊴ 参见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樊堃：《仲裁和调解相结合：为何能在中国成功》，樊堃译，载《北京仲裁》2008 年第

4 期，第 116-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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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贯穿于行政复议办案全过程。调解不成及时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或行政复议决定，从

而能够因势利导、灵活高效地实质性化解争议。

最后，在各类调解协议执行程序方面，虽然中西方法律均认可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

但我国为保障调解协议的执行力，专门设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确认程序，以快速固

化调解成果、赋强调解效力、促进调解程序利用。这些土生土长的程序装置构成了我国

调解法治现代化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

四、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路径

在厘清中国调解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与理论构成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方

法与路径，从目的论、价值论、模式论、根据论、程序论这五大知识板块中发展中国调解自

主知识体系。调解知识体系的框架结构与发展路径之间存在相互支撑的内在联系，框架

结构为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目标蓝图和组织逻辑，而发展路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

体方法与动态过程。那么，如何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呢？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

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㊵。这就指明了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抓手和基本路

径，即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础，通过标识性概念由点到线、由线及面串联成原创性理论，最

终完成贯穿于调解目的论、价值论、模式论、根据论、程序论的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彰

显调解知识的继承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

（一）梳理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

“概念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科学体系的基石。”㊶现代社会科学之所以长

期被西方主导，并非因为西方学者比中国学者更为睿智，而是受特定经济政治社会结构

影响所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催生出对形式理性逻辑的强烈需求，并从中提炼出具

有理论解释力的学术概念和知识体系。而我国传统社会之所以面临有技艺而无科学的

“李约瑟难题”，是因为小农经济与“大一统型”社会结构型塑了轻逻辑而重经验的常识

理性思维方式和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倾向。㊷ 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社会科学中各种

眼花缭乱的概念纷纷被引入我国，以至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存在着较为严峻的“炒概

念”“造概念”的风气。㊸ 然而，“标识性概念”之所以能称之为“标识性”，是因为它所

蕴含的基本理念、解释原则能够鲜明凸显某种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的“主体性”

㊵ 习近平：《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载《求是》2025 年第 11 期，第 7 页。

㊶ 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 “概念孤儿”寻家》，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 年第 4 期，第 4 页。

㊷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91-
308 页。

㊸ 参见王水雄：《具象参照型与现实逼近型：两种社会科学学术概念及其生成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5 年第

1 期，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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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主性”。㊹ 在我国，调解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用生存智慧，诸如“无讼”“和为

贵”“中庸之道”“做工作”“协调”“让”“讲和”“教化”“评理”“调处”等厚植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概念，构成了我国调解标识性概念的源泉。只有将这

些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在与西方法治文明对话中保持自主性。此处

仅以“利益共同体”“综合性正义”“预防性治理”三个具有范式性和引领性的核心概

念为例进行阐明。

1. 利益共同体

所谓利益，“就是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

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㊺。社会矛盾本质上都是由利益冲突问题引

发的。利益种类丰富多样，远非法律权利所能涵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好当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着力解决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又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

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㊻ 今天，人类同处一个“地球村”，如何处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形

形色色的利益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㊼。

“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

吃的旧思维”㊽。“利益共同体”之所以是中国调解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主要包括两方

面原因：

一方面，“利益共同体”是使调解从诉讼话语挣脱出来并获得自主性的基础性概念。

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以大陆法系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展开，诉讼标的是法律对纠纷事实

的格式化处理工具，它将当事人的争议简化切割为实体法律关系，一个争议的法律关系

就构成一个诉，多个争议的法律关系则构成多个诉。民事诉讼以“切片式”思维为指引，

以权利义务为分析工具，以形成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抗体”和化解“单一静态利

益”为理念指引，进行诉讼模式、诉讼结构和诉讼程序的构建。而调解则是以打造纠纷

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协调“多元动态利益”为指向，力求实现纠纷解决效果

的最优化。思考起点不同，决定了两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本质差异。

另一方面，“利益共同体”是使中国调解区别于西方调解的关键性概念。虽然中西

方调解制度在寻求利益共识上具有一致性，“哈佛谈判术”的精髓也是要挖掘争议当事

人潜在的真实利益需求，但受经济文化结构差异影响，西方调解中的利益更强调自由主

㊹ 参见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7
期，第 45 页。

㊺ 王伟光：《利益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1 页。

㊻ 习近平：《深化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012 年 12 月 31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

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 页。

㊼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 年第 8 期，第 16 页。

㊽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5 年 9 月 28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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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满足。而中国的社会本位则强调了人情伦理之连带性。㊾ 基于这种

连带性和互惠性，社会公众更加珍视家庭、社区、集体、公共秩序、社群利益，更倾向于尽

力避免冲突对抗并且积极协商化解矛盾，平衡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促使权

利主张相对化，避免形成权利义务对立的零和游戏。这种源自“和文化”的“利益共同

体”观念成为我国调解制度的显著特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国“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2025 年，全球首个专门

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国际调解院”正式落户中国香港，这一填

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的标志性法治事件，彰显中国通过调解为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所作的努力。

2. 综合性正义

西方民事诉讼中流传着“汝给吾事实，吾予汝法律”的古老法谚。这句法谚既描述

了当事人与法院在事实发现、法律适用上的角色分担，更展现了西方法律体系中“事实”

与“法律”二元对立的结构。然而，从调解根据论已知，调解之“法”与诉讼之“法”

并不相同。调解之“法”是当事人在第三方协助下的纠纷解决之“法”。这里的“法”

或者“正义”不是国家法律的形式化实现，而是当事人与第三方在对话中达成的共识状

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

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

就没有真正了结。”㊿ 而真正能够解开当事人“心结”的钥匙就是通过调解实现多元利益

视域下的“综合性正义”。

“综合性正义”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它不同于西方资本

主义工业社会盛行的分配正义理论，而是强调增加人的利益共生。现代司法所追求的只

是一种单向度的形式正义、程序正义、绝对正义。与之不同的是，调解所追求的“综合性

正义”更多是一种实质正义、情境正义、相对正义。另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西方社会文

化受主客二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思维范式支配，纠纷解决机制预设了形式 /
理性对于实质 / 非理性的优越性与支配性。■ 而中国调解所追求的“综合性正义”是一

种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的“实用理性”，■ 强调矛盾纠纷中各种因素、不同利益之间的

动态均衡，重视从长远、系统、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矛盾纠纷，追求的是“实质性化解矛盾

纠纷”和正义的“可感受性”。调解从整体上考量每个纠纷背后的原因、当事人特有的

个性需求、将来关系的维护等因素，去谋求纠纷的合理解决。这体现的是“天人合一、德

主刑辅、儒法并行、相反相成、和谐圆融、既此且彼、一多相融、衡情酌理、国法不外人情”■

㊾ 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 2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9 页。

㊿ 习近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 年 2 月 23 日），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 1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15-16 页。

■ 参见［美］黄宗智：《再论调解及中西正义体系融合之路》，载《中外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26-127 页。

■ 参见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3-54、325-332 页。

■ 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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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理性精神。正是这种多元理性精神使得我国调解能够避免形成像西方形式理性

法律那样二元对立的制度安排，转而接受调解与判决、非正式正义与正式正义有机结合

的制度安排。

3. 预防性治理

与西方直线性逻辑思维不同，中华文化思维注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以整体性思

维和辩证性思维重新审视公共危险，注重关系的、动态的、过程的研究范式，以获得更加

贴近现实的认识和场景，预防性地采取措施以降低和规避风险”■。在我国现代化转型的

过程中，各类矛盾和不确定性风险易发频发，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

必须面临的难题。当矛盾纠纷作为社会风险的神经末梢传导至法院时，司法功能的有限

性和滞后性使其难以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需求。因此，从“治已病”的事后矫

正到“治未病”的源头治理和事前预防成为我国构建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出发点，

预防性法治理论由此而生。■

在预防性法治的理论脉络下，调解作为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抓早抓小抓苗

头，与公证、仲裁、诉讼等机制相互衔接、相互联动，形成综合治理系统。所谓调解的预防

性治理，可以从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两个层次展开：一般预防是指调解组织根据民间纠

纷产生和发展规律，有目的地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特殊预防是指针对特定纠纷或纠

纷萌芽而实施的预防，旨在将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和防止纠纷的激化，防止“民转刑”

案件发生。纠纷之所以具有可预防性，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虽然在人身、财产权利关系

方面发生矛盾，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调解找到共同利益，达成协议，消除隔阂，这构成纠

纷可防性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调解组织具有深厚的群众性优势，它植根基

层、来自群众，熟悉民情社情，能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发挥预防纠纷的整体功能，以柔性

方式促进双方和合，从而在源头上尽可能减少纠纷发生。

（二）提炼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原创性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恩格斯关于“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

有理论思维”的著名论断，提出“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

思维”。■ 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应当以体系化、学理化方式，在总结中国调解经验、

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理论，与西方主流法治理论展开对话。所谓“原创性”

理论是要区别于“移植性”理论，突出“中国性”。真正自主的原创性调解理论，至少应

该同时包括调解客体认识理论、调解组织构造理论、调解机制运行理论三个部分。调解

客体认识理论是调解理论的基础，回答的是调解对象及其方法论成因；调解组织构造理

论是调解主体理论，回答的是调解主体的构成逻辑；调解机制运行理论是调解行为理论，

■ 刘军：《预防性法律制度的理论阐释与体系构建》，载《法学论坛》2021 年第 6 期，第 100 页。

■ 参见黄文艺：《论预防型法治》，载《法学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23 页。

■ 参见江伟、杨荣新主编：《人民调解学概论》，法律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4 页。

■ 参见习近平：《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 年 5 月 4 日），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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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的是调解主客体互动过程中的价值引导与实践反馈、程序设计与行为选择。

1.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调解客体认识理论

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决人

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公式是“团结―批评―团结”。将纠纷视为“矛盾”并通过教育、批评、

感化的方式进行解决，这种纠纷认识论构成了我国调解客体认识理论。■ 随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也随之发生变化。为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

要求，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完

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提出了新要求。从人民内部矛盾出发认

识纠纷，意味着我国调解机制不再只是着眼于个人利益的冲突，而是国家治理中的一环。

调解客体认识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调解的方法论，即群众路线理论。在社会主义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党领导人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为突出的成果之一

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主要原因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把调解作为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

治，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身边的矛盾问题，让人民群众成

为维护稳定的最广参与者。”■ 在群众路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调解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特

色：主动调解，做群众工作；调查研究；注重“说服教育”。■ 调解客体认识理论不仅指

导着人民调解的运行，而且也影响了人民司法的运作逻辑。“马锡五审判方式”也是坚

持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注重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感受，体察民心民情民意，通过调解与

审判相结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正是这样的调解客体认识理论奠定了调解知识体系

的人民性。调解是民心工程，调解知识是人民的学问。这种定位意味着中国调解的原创

性理论不能过于追求技术性，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心纠纷主体的具体感受、价

值和行为选择。■

2. 坚持“大调解”联动的调解组织构造理论

“大调解”是我国调解实践塑造的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大调解”之大不在于我

国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数量多，而在于它强大的组织机制和解纷资源整合能力，它依赖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将触角深入基层社会末梢，构筑“横到边”与“纵到底”

的调解组织体系，形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衔接联动的工

作格局。“大调解”实质上是一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主协商、公众参与、

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制度。“大调解”组织形态背后是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律的关

系理论。

■ 参见［日］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何勤华、李秀清、曲阳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73-174 页。

■ 陈一新：《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载《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9 日，第 9 版。

■ 参见孟涛：《调解的比较：西方模式与中国特色》，载《中国法律》2014 年第 6 期，第 45 页。

■ 参见贺小荣：《“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内在精神及其时代价值》，载《法律适用》2021 年第 6 期，第 3-4 页。

■ 参见廖永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载《光明日报》2025 年 7 月 16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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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ADR 理论的底层逻辑是将国家与社会置于二元对立位置，并主张“去国家化”

的社会自主性，因而 ADR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不会朝向完全

转化或者完全脱轨两个极端，而是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相互渗透，由此形成“国家社会

化”和“社会国家化”。沿此脉络，黄宗智提出了国家与社会有机互动的“第三领域”。■

具体到调解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从非正式正义（如人民调解）到半

正式正义（如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再到正式正义的连续体。因此，国家与社会二元对

立的关系范式并不能有效解释我国“大调解”的逻辑，必须摆脱西方 ADR 框架，从国家

治理层面去理解和把握。从国家治理视角来看，“大调解”是在“一轴多元”的治理结

构下运行，“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主轴，政府是负责推行各项治理举措的最重要主体，

社会组织和公众是多元治理结构的协同主体和参与主体。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结构实

际上是把党的领导与多主体合作治理理念有机结合于一体”■。由此可以洞察出我国调解

理论与西方 ADR 理论的本质差异，即在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处理中，党委、政府、社会、基

层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既有社会自治又有国家在场，综合治理是调解的基本理念。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共同构筑了我国调解制度的底层逻辑，实现了国家与社会

的良性互动。

目前，全国综治中心建设基本实现县级全覆盖，让人民群众“最多跑一地”化解矛

盾纠纷，这既是坚持“大调解”联动的调解组织构造理论的具象化呈现，也是发挥党的

领导政治优势从而避免成为“诉讼大国”的伟大制度实践。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科技革

命的迅速发展，“大调解”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线下一站式综治中心升级为线上“一

网通办”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实现调解组织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贯通联动，科

技赋能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增添“智治”维度，推动包括调解在内的解纷方式在组

织、架构、规则、意识上的数字化改变，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枫桥经验”，■ 极大提升

“大调解”的组织效能。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出台《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院调

解平台在线集成解纷资源，有效打破地域阻隔和时空限制，为群众提供同质化、均等化、

全流程在线纠纷解决服务，“数字正义”理论成为我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新增长点。

3. 坚持调解优先的调解机制运行理论

在西方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诉讼处于正义综合体系的中心，西方学界甚至因调

解的盛行担心审判的消失。与西方 ADR 理论中调解扮演替补角色不同的是，“无讼”

自始至终是中华法系法律文化的重要理念。“无讼”话语作为一种道德性表达，优先考

虑和解与调解，更加注重经验和实效，从而避免了像西方法律形式主义那样的竞技式诉

讼。“调解优先”要求对适宜调解的纠纷，把调解作为首要选择。2012 年我国《民事诉

讼法》修改时正式确立“先行调解”制度，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

■ 参见［美］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92-227 页。

■ 李友梅：《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经验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1 期，第 63 页。

■ 参见杨力：《“数字枫桥”的法治原理、模式与机制》，载《中国法学》2024 年第 5 期，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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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这在价值导向上是一种精巧的“助

推”机制，它通过默认选项的设置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但同时也尊重当事人的自

主选择权，从而避免在调解启动上陷入自愿与强制的两难。立法者试图通过先行调解，

形成分层递进的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漏斗式纠纷解决体系，将大部分矛盾纠纷在前端过

滤和分流，仅使少量疑难复杂案件进入诉讼，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202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就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专

门指出，“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调解工作的指导，依法支持律师、调解组织等发挥前端

解纷作用，加强和规范委托调解、先行调解”“坚持访调结合、调解先行，推动调解工作与

信访工作协调联动”。理解坚持调解优先的调解机制运行理论，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从

价值基础来看，调解之所以能够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处于优先位置，不仅是因为其

具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价值特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具有诉讼无法提供的目的价值，即

从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出发，协商对话，合作共赢，修复关系，实现社会自治与和谐。

从运行实践来看，先行调解主要是通过委托调解方式进行，即法院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

治的基础上，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等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纠纷解决的主要过程是在诉讼

程序之外，主要依靠的力量是社会力量，而最终的调解协议又经由法院司法确认，由此形

成了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中国路径。从系统思维来看，我国的“调解优先”不局限于

调解在诉讼程序内的优先性，更是在整个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中相较于仲裁、诉讼、行政

裁决、行政复议而言的优先性。因此，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

要立足中国国情，确立调解在法学学科建设与法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把这种实践优

先性转化为理论正当性，培育调解优先的法治文化，赋予这项制度蓬勃的生命力。

五、结 语

在人类文明取得超越性突破的“轴心时代”，以儒家无讼文明为显著标识的“东方

经验”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并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绵延至

今。■ 在解读中国调解实践、构建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

际上我国调解知识的影响力在国际上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因此，

立足深厚历史传统、发达实践经验，面向未来发展调解自主知识体系，确立中国调解在世

界调解版图中的位置，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而言，调解的根本宗旨是为了提高全人类生活的品

质，建立非暴力的、由和平对话协商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中国调解自主知识体系是

中国调解文明对全球法治建设的原创性贡献。在国际冲突此起彼伏、冷战思维甚嚣尘上

的“逆全球化”背景下，重申和平、发展、友好、合作等价值显得弥足珍贵。当务之急，我

们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融通古今中外法治资源，遵循“立足本土，超越本土；看重传

■ 参见贺海仁：《论无讼文明》，载《政治与法律》2025 年第 2 期，第 18-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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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超越传统；汲取西方，超越西方”■ 的发展思路，以提炼和阐释更多中国调解自主知识

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建立和发展独立的调解学学科，普及调解教育，

弘扬调解文化，赋予中华调解文明以现代力量，深入阐释调解的中国道路、讲好调解的中

国故事、弘扬调解的中国精神。唯有如此，我国才能坚定从“调解大国”迈向“调解强国”

的法治自信，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Abstract: China’s medi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endogenous legal systems and legal 
fields that have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mpared 
with other departmental law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mediation is more distinctive in subjectivity, originality, and legitimacy for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However, the existing mediation 
knowledge system has long been overshadowed by litigation-centered theories, dominated 
by instrumentalist policies, constrained by traditional mediation concepts, and impacted 
by Western ADR discourses.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a’s 
mediation has thus become an urgent task for Chinese jurisprudence to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he 
content framework of thi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mainly consists of the theories 
of mediation purpose, mediation value, mediation model, mediation bases, and mediation 
procedure. Based on this logical premis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mediation should take the iconic concepts and original theori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core concepts rooted in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s mediation, 
such a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comprehensive justice, and preventive governance; 
extract important propositions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mediation objects for 
appropriately addressing disputes betwe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e theory of medi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dhering to the linkage of comprehensive mediation, and the theory of 
mediation mechanism operation emphasizing mediation priority; and thereby enable China’s 
mediation to truly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赵毅宇）

■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 年 1 月 17 日，第 B2 版。


